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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１浙江省社科联社科科普课题《浙江近代报人传略》（１１ＺＣ４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述的“浙江报人”是专指在浙江地区进行办报活动的浙江籍报人。

清末民初浙江报人①的办报实践与特征

———专业期刊起步与身份的非职业化

周　军

摘　要：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是浙江新闻报刊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报人通过报刊活动进行维新传

播和革命传播，成为浙江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光复革命的舆论先导，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同时这一时期的

报人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报人、报刊均与政治活动紧密相关，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报人群体和报业发展

所显示出的非职业性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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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３年艾小梅在武汉创办 《昭文新报》，标志着外国人在中国主导言论传播的时代宣告结束，从

此，国人办报高潮迭起。清末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峰期为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期间，这一时期国人

办报数量大增。据统计，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末，国人在国内创办的中文报刊数为２６７种，［１］（７６）

其中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间，全国出版报纸１２０种。［１］（９２）第二个高峰期为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清政府预备立宪到辛

亥革命爆发前，新办报刊多达８００多家，足见办报风潮之盛。［１］（１１４）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浙人创办的浙江

报刊是当时整个国人办报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学者统计，在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国人办报的第一轮

高潮中，报刊分布广至全国２０多个城镇，其中上海最多，有４０多种，浙江紧随其后。［１］（９３）浙江地区第

一份国人创办的报纸是温州人陈虬主编的 《利济学堂报》，诞生于１８９７年１月２０日，它标志着浙江在

清末报纸风起云涌的时代里进入了近代报刊传播时期。据不完全统计，１８９７—１９１１年，浙江人创办的

浙江报刊大约有４５种，主要集中在杭州 （２１份）、宁波 （６份）、绍兴 （３份）三地，其余零星散落于

温州、湖州、衢州等地，这些报刊绝大多数是民间报刊。［１］（３５９－３６１）在中国报业的初创时期，浙江籍报人

的报刊活动与清末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维新色彩和革命特征，言论改变社会的报刊功

能被这一时期的浙江籍报人发挥得淋漓尽致。浙江籍报人通过报刊传播推进了浙江现代化的进程，为

中国近代新闻纸的勃兴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而这一时期浙籍报人所显示的非职业性特征也成为中

国新闻业初创期的历史缩影。

一、清末民初浙江籍报人的办报实践和主要特征

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一片哀痛之声，康梁维新变法运动乘势而起，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随之

而来。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 《万国公报》、 《中外纪闻》、 《时务报》倡导 “开风气、变官制、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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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影响卓著，上至朝廷官员，下至士绅举子，均感切中时弊，顺应人心。尤其是 《时务报》，因为

有梁启超那支 “笔锋常带感情”的豪健之笔和犀利精锐、耳目一新的言论文章，而广受读者欢迎，以

康梁为首的维新改革派在中国社会首先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思潮启蒙运动，自此，全国各地

维新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西学启蒙的浪潮汹涌澎湃。早期洋人报刊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实践已经明确

地告诉维新改革者，报刊是改变人们观念、促成人们行动的最有效方式，因此甲午战争之后，各地具

有维新思想的报纸层出不穷。据记载，从１８９６年 《时务报》创刊，到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的两年多时间

里，全国新办报刊达７０多种，是１８９５年以前国人报刊总数的两倍多。这一时期，浙江籍报人创办的报

刊数量虽未拔得头筹，但也可算后来居上，有不少报刊还占有新闻史之最。

（一）浙籍报人创办一系列专业报刊，揭开浙江新闻史第一页

浙江近代报刊兴起于专业报刊的创办。１８９７年，瑞安人陈虬创办 《利济学堂报》，这是浙江最早的

国人所办报刊，也是迄今为止可知的全国创办时间最早的医学专业报刊。《利济学堂报》是半月刊，每

册５０页，全年２４册。《利济学堂报》不仅是医学专业报刊，而且也是报道时政的综合性报刊。《利济
学堂报》上传播医学知识的文章大都由利济医院学堂的师生撰写，既传播医学知识，又切磋医术医技；

《利济学堂报》诞生于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时期，因此对维新时政的报道是该报的又一个主要内容，占

据了报纸大量篇幅。除了论说外，《利济学堂报》设有 “时事鉴要”、“见闻近录”、“近政备考”、“学

部新录”、“格致卮言”、“洋务掇闻”、“商务丛谈”、“农学琐言”等多个栏目，摘录当时京、沪、穗等

地卓有影响的报刊上关于农、学、工、政、商信息给予报道，特别选刊列强侵华、国势危殆的报道，

旨在推行新政、挽救国家。报馆设在温州府前街，并在杭州、宁波、兰溪、衢州等地建有分馆，其售

报点，省内外多达六十多处，发行至京、津、沪、穗等大城市和香港、澳门，发行量最多时达到２０００
份，梁启超、汪康年、谭嗣同等维新派重要人物都读过 《利济学堂报》。

继 《利济学堂报》后，１８９７年６月，温州黄庆澄创办了 《算学报》，这是国内最早的数学科普报

刊，专门介绍各种数学知识，是系统的数学专业报刊。主编者力求 “浅之又浅，简之又简，即素不有

算者，开卷之余，亦明如指掌”；１８９９年黄庆澄又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史学专业期刊 《史学报》，每月出

一册，专门介绍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以及中外政治家言论等。

浙江以专业期刊首先亮相于新闻舞台，与这一时期国内特别是京沪等地西学兴起，有识之士能够

阅读到大量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译著有关，这一时期也正是浙江传统学术走向近代新

学术转型的时期。甲午战争后至１９世纪末，浙籍学者创建了 “农学会”、“算学会”等以研究新学术为
核心的学术团体，如 “兴浙学会”对政法、艺事、舆地等各学科 “一律研求”［３］。因此，浙江专业报刊

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浙籍报人得风气之先，重视科学、追求理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浙人自清以来

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实学的地域性传统特征的显现。这与京、沪等报刊事业发达之地报刊的起始是不

同的情形。

（二）浙籍维新派报人传新学、开民智，推动浙江现代化的进程

浙江近代报刊的初创期主要是由具有维新变革思想的维新派报人唱主角，他们创办了一系列具有

西学启蒙、昌言变法革新性质的进步报刊。从１８９７年开始，浙江主要的维新报刊有：《利济学堂报》、
《经世报》、《算学报》、日商 《杭报》、《宁波白话报》、《史学报》等。１８９７年７月，兴浙会成员胡道
南、童学琦创办了 《经世报》，维新名士章炳麟、陈虬任主编，旬刊。《经世报》是清末浙江较早的综

合性报刊，也是浙江早期著名报刊之一，旨在 “鼓吹新政、宣传维新变法”。《经世报》第一册就登载

了章炳麟的 《变法箴言》。马绩甫等创办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２６日的日商 《杭报》是浙江最早诞生的日报

新闻纸［４］，该报虽然还设有 “上谕”、“辕门抄”等旧式邸报栏目，但是报纸以 “中西要事”、“各国新

闻”、“各省新闻”和沪杭市场行情等栏目为主要内容，日商 《杭报》在其发刊第 ２期头版 《本馆例

言》中，明确报纸为维新服务：“方今中国时事多艰，内外臣工力图振作，凡有益中国之事，悉仿行西

法，次第奏请举行。本馆深体此意，每日附张搜择，有关时务之书，排印一二页，标明书目，积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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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装订成书，俾有志时务者，随时浏览，用资考证。”［２］（２３）１９０３年农历１０月初五，宁波旅沪同乡会创办
了 《宁波白话报》，社址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主要在宁波发行。该报以 “开通宁波之民智，联合同乡

之情感”为办报目的，初设有 “论说”、“新闻”、“评论”、“专件”、“指迷录”、“调查录”以及 “小

说”、“歌谣”等栏目，后增加 “历史”、“地理”、“实业”、“格致”等内容，“改良风俗，提倡科学，

祛除迷信”是 《宁波白话报》的传播宗旨。《宁波白话报》着重宣传实业救国，倡导维新，激发民众爱

国心和自强意识，是一份比较温和的维新改良报纸。

此外，浙籍有识之士于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还先后创办了 《杭报》、《平湖白话报》、《笑林报》等多种报

刊，正如黄庆澄述及创办 《算学报》的目的时所说：“窃惟时局艰迫，外患迭乘，海内之士始知言学。

庆澄自渐驽劣，无裨于时，爰竭绵，特创兹报。冀为格致之权舆，以辟黄人之智慧，负山填海，讪笑

不辞”。［５］这些报刊都是以 “开通风气”、“倡导新学”、“启发民智”、“宣传维新变法”为己任，这一时

期浙籍报人的报刊活动促进了浙江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强化了浙人维新强国的意识，为浙江地区革命

报刊兴起和浙江光复革命奠定了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

（三）浙籍革命派报人反清廷、促爱国，建构浙江光复革命的社会舆论空间

１９００年以后，浙江地区革命报刊风起云涌。浙江是清末光复会、同盟会活动的主要地区，革命党
人数众多，传播革命思想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统计，１９００—１９１１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
浙江先后创办的各类报刊共５０家左右，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约在３０种以上［２］（３０）。革命派报刊主要传

播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抵御外辱”的思想，其中省内各地诞生的白话报成为革命报刊的先声，

最早诞生的就是由维新报纸转变为革命报纸的 《杭州白话报》。１９０１年６月２０日项藻馨创办了 《杭州

白话报》，创刊初期，《杭州白话报》以 “开民智和作民气，两事并重”为宗旨，着眼思想启蒙，强调

“维新两字，是生死攸关”的，属于维新报刊。１９０３年夏，富有反清革命思想的杭州人孙翼中赴日留学
回杭，此时项藻馨已任杭州私立安定学堂监督，无暇兼顾报务，他力邀孙翼中加盟，孙成为 《杭州白

话报》的经理兼主笔。孙翼中进入 《杭州白话报》后，不久加入光复会，《杭州白话报》反清、革命的

立场日益凸显。《杭州白话报》激烈抨击清廷朝政和吏治的黑暗腐败，同时揭露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华罪

行，《杭州白话报》遂成为光复会的舆论机关，发行量为２０００份。
１９０３年７月，身为光复会会员和同盟会会员的绍兴人王子余在绍兴府城仓桥街创办了 《绍兴白话

报》，当时同为同盟会会员的陈公侠、蔡元康共同参与了创刊，徐锡麟也出资大洋一百资助办报。以

“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为办报宗旨的 《绍兴白话报》，致力于用白话文进行革命宣传，它设

有 “论说”、“大事记”、“中国近事”、“外国近事”、“绍兴五千年人物谈”和 “小说”等栏目。１９０７
年，绍兴革命党人准备 “新年会”，推选王子余为干事，《绍兴白话报》遂成为革命派的机关报。该报

发行除了绍兴府治各县外，还分销宁波、杭州、上海、福州、北京等地，时人称为绍兴 “鼓吹革命的

先声”。［６］

１９０４年５月１５日史庚身、汤济沧、杨辛耜、张稼庭、潘芸生、汪铁群、钱玄同等创办了 《湖州白

话报》，该报反清、革命的倾向非常鲜明，明确提出：“扬大汉之天声，述亡国之惨史”，积极宣扬孙中

山的革命思想主张，创办者中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除此而外，浙江先后还有 １９０４年金涛欤创办的
《南浔白话报》、许祖谦于１９０８年创办的 《浙江白话报》、杭辛斋于１９１０年创办的 《白话新报》。后两

报都反对帝制，传播维新思想，倡导实业救国。杭辛斋 １９０８年加入同盟会，由维新派变为革命派，
１９１１年底，杭辛斋将 《白话新报》与许祖谦的 《浙江白话报》合并，改名为 《浙江白话新报》，由杭

辛斋任经理，许祖谦为主笔，力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进入２０世纪后，浙江地区形成了从维新派报刊一统天下转变为革命派报刊主导天下的传播局面。
除了白话报之外，一些地方报纸在倡导反清爱国、暴力推翻清廷中亦不遗余力，影响卓著，其中最为

著名的要算金华张恭创办的 《萃新报》和宁波革命派报人创办的 《朔望报》与 《武风鼓吹》。

１９０４年６月２７日，光复会成员、革命党人张恭在金华创办 《萃新报》。 《萃新报》设有 “论著

门”、“言论编辑门”、“时事编辑门”和 “附录门”几大类，包括社会、哲理、政法、教育、军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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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及内政、国际、学界、实业等方面的信息， 《萃新报》以 “开通民智”为宗旨，积极鼓吹民主共

和，严厉抨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西方侵略势力。

１９１１年６月望日，宁波人应彦开 （笔名天恨）创办了 《朔望报》，此报为双月刊，由宁波朔望报

社发行。《朔望报》第一期 “本报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刊物的办刊宗旨：“本报以唤起国民爱国思想，

鼓励国民尚武精神，灌输学术，针砭社会为宗旨。”《朔望报》的体例有 “社论”、“学艺”、“学说”、

“短评”、“小说”、“史传”等。其中 “社论”、“史传”、“学说”主要宣传尚武精神，传播西方思想，

鼓动民众爱国御敌，文字中也暗含了强烈的反清色彩，比如 “史传”中的 “中国者钱忠介公肃乐传”，

钱肃乐是宁波家喻户晓的明末抗清英雄，报纸刊登这样的史传，反清的含义不言而喻。

１９１１年９月，由同盟会会员陈训正等人发起，宁波国民尚武分会创办会刊 《武风鼓吹》。《武风鼓

吹》主编是章躢，字叔言，又字巨摩，热心革命。 《武风鼓吹》在传播尚武思想的同时，输入西方学

术，抨击专制统治；在宣传军国民思想的同时，激发民众爱国情感和反满抗击列强的情绪，并渗透激

进的革命思想，为鼓动民众革命意识，凝聚民间的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宁波国民尚武分会

副会长林端辅回忆：“《武风鼓吹》出刊后，数量日增，宁波各界人士、青年莫不争购，先阅为快，社

会风气为之一变，于革命事业有极大的贡献。”①

（四）清末民初的浙籍报人多为学养深厚、学术或专业声望高的社会精英

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认为：“汉族革命之所以成功，其原因甚复杂，然报纸之提倡不可谓非重要原

因也。”［７］精英办报是浙江晚清至辛亥革命时期报人活动的显著特征。不论是 “倡新学、变官制、开民

智、作民气”的维新派报人，还是高举 “激扬武风、推翻清廷、抗御外辱”的革命派报人，都是当时

浙江的文化精英。略有差异的仅在于，维新派报人为旧学学养深厚，且拥有较高学术或专业声望的知

识分子，他们中多数人都有科举功名，如汪康年、宋恕、陈虬、黄庆澄等；革命派报人则大多有游学

欧美和日本的经历，他们既谙熟旧学，又了解西学，站立时代的潮头，如章炳麟、孙翼中、陈训正等。

而这一时期促进社会变革的报纸主要是由维新派报人与革命派报人前赴后继所办，这两个报人群体为

推进近代浙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浙江地区光复革命的成功进行建构了社会舆论氛围，奠定了社会

思想基础，聚集了社会民众力量，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二、清末民初浙江籍报人社会身份的非职业性

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籍报人对浙江的社会革命和浙江的现代化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一

时期的报人及报刊活动也体现出明显的非职业性特征。

（一）报人社会身份多元化，报刊传播尚未成为报人专门的职业

如前所述，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地区的报刊创办者大都是具有强烈的维新或革命意识的精

英文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也不在少数，他们积极接受并传播西方科

学思想和文明观念，其中不少人还有留学日本或欧美西方国家的经历。他们虽然办报，但报人不是他

们唯一的社会角色，他们大多身兼数职。比如 《利济学堂报》的创办者陈虬，少年勤奋好学，后致力

研究医学，２６岁就立医案，为人治病，３０岁著 《蛰庐珍录》，医名大噪，成为当地著名的中医大师，

１８８５年创办利济医院，并在医院内设立利济学堂，自编 《利济教经》为教科书，培养医学人才。陈虬

力主维新变法，撰写 《治平三议》、《医院议》等社会改革文章，１８９０年，陈虬在进京会试不第返回途
中，专门拜访山东巡抚张耀，上书条陈变法八事，首先提出 “创设议院以通下情”。１８９３年出版 《治

平通议》，列举１４条富策、１６条强策、１６条治策，广受社会重视，被梁启超列入 《西学书目表》，是

浙江著名的维新派人士。１８９７年４６岁的陈虬，设立利济学堂报馆，自任主编，同时任杭州 《经世报》

主笔，积极倡导救国自强，１８９８年加入北京京城报国会。因此清末的陈虬既是医生、院长、校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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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端辅口述，何雨馨整理 《宁波光复亲历记》，《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一集），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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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革家，又是报人，社会角色多元，报刊活动只是其社会变革活动的一部分。在清末浙江，身兼多

种社会角色的报人不止陈虬一个，如黄庆澄是中国第一本数学启蒙读物 《算学报》的创办者，同时也

是民间数学家、坚决的维新派人士，创办 《算学报》是因为 “唯时局艰迫，外患迭乘”。又如宋恕，既

是 《经世报》主笔，著有 《六斋卑议》，又是清末浙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求是学堂总教习。宁波人陈

训正是革命报刊 《武风鼓吹》的创办者，他也是同盟会会员，并担任着宁波教育会副会长、西学翻译

等。这些精英知识分子都具有多重社会角色，他们通过报刊活动将自己投入到社会变革大潮中，但在

他们的意识中并未明确地将报刊传播作为一种专门从事的独立职业。虽然陈虬创办了浙江最早的报刊

《利济学堂报》，但办报并不是陈虬的主要职业，更不是陈虬的唯一职业，考察陈虬的生平和著述，对

报人的职业意识并不清晰，办报活动只是其改革国家、拯救危局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二）报人以报为终身职业者少，先报后政或先报后商者多

清末报人职业特征的不足还表现在只有少数报人是终身以报为业，大多数报刊创办者的最终归宿

往往指向仕途或者商界。如，《杭州白话报》创办人项藻馨，在主持 《杭州白话报》时便已兼任杭州私

立安定学堂监督，因此无暇顾及报务，于是介绍日本留学归来的孙翼中加盟 《杭州白话报》，项藻馨则

赴任杭州中国银行分行长。《绍兴白话报》的创办者王子余，早年中秀才，光绪二十八 （１９０２）年是会
籍县学堂督办，同年在绍兴仓桥街开设万卷书楼书店，创办 《绍兴白话报》后，成为光复会会员，后

又加入同盟会，参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组织的反清政治活动。辛亥革命绍兴光复后，王子余任绍

兴军政分府总务科科长，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被委任为嵊州光复后第一任知事。王子余是典型的亦官亦
商亦报，具有官员、商人、报人、革命者多重身份。宁波 《武风鼓吹》的发起人陈训正，在清末曾参

与多份进步报刊的主编和创办，是晚清较为活跃的浙籍报人，北伐军攻克浙江后，则出任浙江省委员、

杭州市市长、浙江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等职。

报人从政在清末中国报刊事业起步时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浙江籍报人亦不例外。当然，这一现

象的背后并不一定都是报人们有意设计的 “终南捷径”，而是有着令报人们十分无奈的社会原因。比

如，清末报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比较低下，社会名誉度不高，左宗棠就曾经以 “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

为末路”来诬蔑报人，因此想让这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渴望通过参与社会变革而一展抱负的知识

精英安于报人之职，实属 “委屈”。加上清末大多数报人脱胎于旧式文人，仍然追求 “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人生理想，因此创办报刊，宣传政治主张，完成救国存亡的使命，然后踏入政途，就成为报人

职业选择的正常路径。另外，浙江报人创办的报刊多为民间报刊，办报经费往往都是报人自筹，清末

商业经济并不发达，广告来源少，报人办报经费来源无着，也是报人职业生涯善始而不能善终的一个

重要原因。以上这些方面是这一时期报人职业意识淡薄的重要社会原因，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一时

期报人尚不具有新闻主体意识，缺乏对报刊主体独立性的认识。

（三）报人依附政治，传播工具性过强，传播主体的独立性地位尚未确立

清末浙江报人职业意识尚不够发达，还表现在报纸创办者对报刊传播功能认识的局限性上。清末

国人办报高潮源起于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了挽救濒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而进行的社会变革运动，报刊

传播自上而下，是维新派和革命派以清廷官员、广大读书人、普通民众为对象的观念传播活动，而不

是报人为满足民众自身信息需要的报刊传播，因此报人的报刊活动带有较强的 “工具化”色彩。自

１８９７年浙江第一份报刊 《利济学堂报》诞生，维新报人以变法维新、改革政治、抗御外国侵略为办报

目的；革命派则以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办报目的，报刊均成为不同社会政治势力的宣传工

具和言论工具。而报人以社会改革为目标，他们的报刊活动成为其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手段，清

末至辛亥革命期间，许多报刊成为社团组织的言论机关即是最好的明证，如 《经世报》是杭州兴浙会

的会刊，该会发起人之一是章炳麟；《杭州白话报》在孙翼中的主持下，成为光复会的言论机关；《绍

兴白话报》是绍兴光复会的会刊，该会成员曾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宁波 《武风鼓吹》是宁波

同盟会国民尚武分会的会刊，该会直接受上海同盟会领导，其成员有赵家艺、陈训正等，都是同盟会

会员。这些报刊都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编撰以上报刊的报人也无一不是当地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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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此，这一时期的报人一方面尚未确立报刊传播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没有意

识到报人自身在传播中的主体性。报刊传播活动缺少新闻职业的独立性，报人跻身或依附于政治活动

的特征较为明显。特别是到了民国初期，浙江报人跻身政坛的现象尤为显著，项士元在 《浙江新闻史》

中谈到：“所谓报馆经理或主笔，类多带有省议员之头衔”。［８］可见报人从政在当时亦是一种普遍现象。

此外，清末浙江报人职业特征不够鲜明还体现在报人报刊业务上的非专业性。如，对报、刊界限的

混淆，一些称为 “报”的面貌更接近期刊或书册，与现代意义的报纸尚有一定的距离。还有的报纸仍

保留古代报纸中的 “上谕”或 “辕门抄”等栏目，更是离现代报纸相去甚远。报刊语言不够简洁明朗，

有的报纸依然是古文，有的虽然用白话文，但语言繁杂嗦。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是浙江报纸新闻传

播的初创时期，报人经营报刊的经费大多自筹，且不充裕，因此，缺少大张报纸的印制；这一时期也

是科举制废除前后的时期，报刊语言正处于由文言向白话过渡阶段；加上清廷虽已处分崩离析状，但

清朝统治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报人们有时不得用 “旧瓶”装 “新酒”以保护自己，因而出现了种种

新闻业务上的非职业性表现。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浙籍报人的报刊活动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并非源自于

报刊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它不是为了满足大众接受信息的需求，而是在 “救亡图存”这样一个特殊的

历史背景下发展和演进的。因此，创办报刊以改变国人思想、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成为这一时期

浙江报人报刊传播活动的根本动因。同时清末民初，浙江地区又是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的主要

聚集地，报人及其报刊活动深受大环境的影响，具有浓烈的政治特性。而此时对报刊主体性及报人的

主体地位的认识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因此这一时期浙江报人报刊活动的非职业性特征从历史发展的阶

段性看亦是难以避免了。

但是，清末民初浙江报人的报刊传播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历史价值。首先，清末民初

浙江报人以创办传播医学、数学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专业期刊开启浙江新闻传播历史，显现出浙籍

报人得风气之先而注重科学传播，彰显出较强的科学意识和理性色彩。浙籍报人由科学传播进而趋向

维新启蒙再到革命传播，形成了这一时期与众不同的报刊传播特色。其次，这一时期浙江报人虽然尚

不具备明确的职业意识，但是报人对报刊舆论的传播功能已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并有意识地运用于

报刊传播实践当中，浙江报人传播内容的演变紧紧契合社会时代的历史演进，为浙江光复和促进浙江

近代化进程均发挥了强有力的舆论建构作用。第三，清末民初的浙籍报人群体特征鲜明。这一时期活

跃于杭州、宁波、绍兴等浙江各个地区的浙江报人数量众多，且多为社会精英，具有很高的学术素养

和社会声望，他们秉承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传统，不避艰险，不计利害，创办报刊的目的是改造

社会、拯救危局、富国强民，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言论改变社会是这一时期浙籍

报人报刊活动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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